
2012 年第 12 期
总第 314 期

前 沿
Forward Position

No． 12 2012
Sum No． 314

语言与法: 关于“善”的解释与论证的博弈

李凯伦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人们努力进行着通过法学方法实现个案中对规范性命题与案件事实之间某种逻辑关系

证立的尝试，由此实现立法目的，建立“符合道德要求”的社会秩序。但其不可避免地被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适用的悖
论问题和法律论证理论中的“明希豪森困境”所困扰。面对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解构，法律有效性受到冲击。法律解释和法律
论证层面的理论思考将对法律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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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与“善”的问题

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权利理论的语境下，人们做出一

种假设，即法的目标与使命是建立一种使人类趋向于
“善”的秩序，并尝试对这一假设进行有效的论证。正如
庞德所言，法律的目的是一种意味着制度内涵的正义，“它
能使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

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

给以满足。”［1］如此的法律即是良法，是能够体现“善”的
法律。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和法律观念的影响，现世的
法律长期作为最高统治规则存在，人们容易忽视对法的有

效性的思考，并缺乏对法的合理性论证的需求。
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断尝试通过逻辑勾

连，往返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则之间，以期得到一个能够

实现正义和公平的论证结果，并给予社会以良性的引导。
这一证立过程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在法律论辩中，如何以语

言逻辑确定体现公平正义的 “善”? 语言作为法律的表征
形式引发了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在更深层次

上反映为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存在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的悖论，法学的科学性在这一语境下受到置疑。语言逻辑
和实际经验勾连中所出现的间隙为法律论证制造了障碍。
“谁有语言，就有世界。谁可以称谓东西，就可以给予
他意义，也因此可以控制它。”“法律是由语言带出的。”［2］

如果将语言仅仅认为是一种表意的载体和工具，那么便低

估了语言的巨大能力。在语言行为作出时，我们便被语言
所支配和束缚。解释是勾连语言符号与规范性命题的纽带，
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过程始终受限于人与人的交谈环境，

很难脱离语言的限制。与此同时，语言的限制原则对法律
的推理与论证过程也形成了严格的约束，由此形成对法律

自身的束缚。法律论证在法律实践中的尝试，即关于
“善”的秩序的阐述与构建即是在这一环境中进行的。简

言之，在法律实践中法律工作者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即如何通过语言将规范性命题与案件事实合理地进行分析

并得到一个社会价值观所认可的趋向于正义的结果。

二、法律中的“善”的概念诠释

语言赋予了法律以天然的优势: 首先，用语言表述
“违反逻辑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就如决不能在几何学上
给一个不存在的点寻找坐标，［3］由此使得法律在语言的表意

范围内具有当然的 “逻辑性”; 其次，语言在法律论辩中
为法律判断的形成提供了必须的要素，并为法律论证提供

了材料载体。
如伽达默尔所述: 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

是游戏本身。［4］我们在对关涉法律的语言游戏进行分析的时
候，是需要从中界定哪一部分能够作为法律的规范性语言，

这一过程类似于我们从语言中选取具有道德性质的内容。
在探讨法律是否是良法时，我们在语言中界定“良法”的
边界，界定的依据是特定语言限制范围内的被选取的法律

本身和由语言限制所制约的某种关于道德的逻辑，从而验

证选取的法律在设定的框架之内是“善”的。可能有人将
对此提出一个关于逻辑循环的质疑。这一质疑隐含了摩尔
所述的“自然主义谬误”并形成了对法律本身是“善”的
假设。质疑假设的前提是法律是对 “善”的规则的挑选，
但事实上，法律是一种逻辑选择的过程，它的选择结果依

靠其自身，而并不是以“善”作为选择标准的。因此，“A
事物具有一特征，其称为善”比“A 事物具有一种称为善
的特征”更符合法律的表述逻辑。被定义为“善”的元素
在不同的时空内有不同的表象，［5］即 “善”在没有限制的
前提下是不可验的，而这种没有限制的前提已经脱离了受

语言逻辑及语言环境等因素束缚的法律范畴。通常当思维
溢出语言的界限时，法律论证难以通过某种较强的逻辑规

则证成，此时的判断和论证将造成不利结果承受方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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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而使得法律“作茧自缚”。
“善”的概念是抽象的，意指共识可能基础之上的道
德观，其不是确定或固定的能被解构的一个概念，而仅作

为建立在法律论辩过程中的一个假设逻辑基点。人不可能
看到其前见之外的东西，因此，论辩过程是一个扫除盲区

的学习过程，但每一个理念节点的论辩前提必须要求建立

在类似的基点之上，进而使得商谈环境的形成成为可能。
论证的所有节点随着每次论辩中的不同解释者和解释项而

不断变化。一个相对的逻辑基点可能成为证立命题 N 的理
由 G，又可能作为其他理由 G'的证立对象，而成为另一个
命题中的推导结论 N'。
这一基点的建构确实可能受到哲学解释学的攻击，即

由于对其的解释所引入更多的概念，而使论证陷入无限递

归的僵局。但是需要说明，在推论形成过程中是存在共识
的论证支持 W的，当递归推论至 Wn 时，其对元基点的影
响效力已经减弱了，即从 W到 Wn 对基点的证成效力由于
论证负担的增加是递减的，它对 W 并不一定产生直接的证
明效力，从而说明我们只需在商谈过程中在基点的周边和
W附近寻求共识即可完成对命题 N 的论辩。这一过程中，
论辩参与者需要讨论和关切的仅是证成命题的证明力强弱

问题，亦即选取的逻辑链条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是
否更能被法律论辩参与者所接受，这便回到了法律论证过

程。法律论证过程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从而制约论辩双
方对资源的利用和浪费，同时避免论辩者在论辩中走得太

远，这便排除了大量附属命题的证立，通过论辩方接受的

程序压缩逻辑的节点和其构成的空间，进而在具体案例中

对“善”的价值判断形成相对共识。他们构成法律论证的
底线，只有在某一相对限制的情境中对这些基本的元素达

成共识，法律才可能发挥作用。

三、法律中的“善”的证立过程

阿列克西在其法律论证理论中通过内部证成和外部证

成的论证使得在语言逻辑范围内实现了法律判断的证成。
其论证过程解决了从赞成命题理由 ( G) 向命题 ( N) 的
证立问题。当文字解释溢出文本或可能溢出文本时，其由
外部证成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
法律论辩中的参与者在就完全不同的定义进行争论时，

已经选择了争论的核心和自认为合理的逻辑体系，他们承

认了这种论辩可能的共识，当其放弃论辩时其承担不利的

消极后果，而相反，当其选择论辩时，无论这种论辩是有

效或无效的，其需要承担证立责任。此时语义表达上的文
字理解只是其证成过程中逻辑基础的一部分。
解释学工作的完成并不代表着其工作的停止。由于解

释循环的原因，在内部证成过程中其必须往复于案件事实

与法律规范性命题的节点之间，而这一过程在不同层面上

是不断进行的，没有这一过程，法律论证是无法继续的。
即在结论假设的前设下作法律发现的尝试，并利用解释循

环往复于假设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完成证立过程。法律不
会使自身由于解释循环而陷入循环论证的原因在于商谈者

预设了某一个基本的前提，而对语言的限制达成共识，并

承认在这个作为游戏规则的语言游戏中进行命题的证立。
解释主体对解释项的解释构成了规则本身，而在法律论证

中，这一规则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其确实影响了案

件结论的做出，其必然纳入法律论证的轨道中，以保证结

论的“善”被论辩参与各方所接受。
在外部证成中必然涵射一种由经验向逻辑的过渡，而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 “逻辑的命题是套套言”的理论推知，
“要想靠经验事实认出逻辑命题是真的，根本不可能办
到。”［6］将我们的一次论证过程看做一个符号，真值性的得
出是依靠符号本身所具有的逻辑特性，我们使用这些符号

的限度即是逻辑性的表象。我们承认在选择一命题作为前
提时，已经承认它是真的，至少预设了真值性存在的前提，

虽然这个真值是不固定的。当我们适用三段论或逻辑证立
过程时，我们必然以某一价值选择为基础，其直至追溯到

出现逻辑循环时为止，但事实中和逻辑上的限度决定其不

必走得太远。由于法律语言的逻辑恰是以语言结构的逻辑
表现出来的，而这一逻辑只是在不同环境中做了不同的

限定。
我们必须区分关于法律的推理和根据法律的推理这两

个概念，从而提醒法律工作者判断证成中“善”的形成渊
源，进而恰当地运用法律方法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外部证成意在解决关于法律的推理这一问题，而当我们谈

及根据法律的推理并在这一推理下适用三段论或逻辑结构

的论证时，解释学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过程是
受拘束的能动的主观创造，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的证明
即是推理论证，它在单纯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说

服论证”［7］。依靠解释者自身和对解释项说理的合理性来
构建一个可能进行法律论证的商谈环境，其构成了法律论

证的前提，由此形成对“善”的推理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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